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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建设推动了我国劳动力大规模跨区域流动,使得不同的文化基因随着人口流动

而扩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互相交流融合,塑造了富有多样性的地域文化环境。 以外来人口来源地的多样性

衡量各地区文化多样性,将人口普查数据与经济普查数据相结合,构建了 2000 年和 2010 年两期面板数据,研究

了文化多样性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 结果表明:(1)文化多样性能显著提升地区创业活力;(2)只有外来人口

社会融合度达到一定水平,文化多样性才能发挥对城市创业活力的促进作用,且社会融合度越高,促进作用越

强;(3)无论是人口流入地还是人口流出地,文化多样性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均是显著的,且人口流出地的效

应更大。 (4)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文化多样性对创业活力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针对以上结论,认为应当进一

步促进人口的自由流动,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提高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水平,不同类型的城市应该结合自身特点,
充分利用多样化红利,激发创业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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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Diversity and City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y

SUN Jiuwen, GAO Yu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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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form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ization have promoted the large
scale of population interregional migrations in China. The internal migration of population has caused different cultural
genes of different provinces to spread all over the country. With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the diverse regional cultural environment is created. This paper measures cultural
diversity by origin diversity, and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the census data and the economic census data in 2000 and
2010, the paper studied the impact of cultural diversity on city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y.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1)

Cultural diversity can promote the city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y. ( 2 ) Only when the degree of immigrant social
integration reaches a certain level, cultural diversity can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social integration, the stronger the promoting effect. ( 3 ) The cultural diversity of city matters for
entrepreneurship in both the population inflow city and population outflow city, and the effect in population outflow city
is larger. (4) The worse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s, the larger the impact of cultural diversity on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y. In view of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mote the free move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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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 improve social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 through institutional reform. Cities should grasp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make full use of diversification dividends, stimulat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nd achieve better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cultural diversity; city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y; social integration; shrinking citie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创业活动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解决

就业难题的重要途径,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

重要作用[1 - 2]。 2015 年,我国提出“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并将其上升到国家发展新引擎的战略高

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

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 随着我国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创业创新成为新时代的必

然选择,创业活动能够提高经济主体积极性,激发

经济增长活力,带来经济增长新机遇。 然而值得

注意的是,我国不同地区创业活力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中国城市创业指数(2015)》
测度了 100 个城市的创业指数,结果表明东部和中

部地区在创业资源、创业机会、创业绩效方面表现

均较好,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显著较差。 朱盼等

(2017) [3]的研究表明,我国存在明显的企业家精

神区域分化现象,且差异在不断扩大。 因此,有必

要研究造成创业活力空间分化的原因,这对于提

升区域创业活力,培育区域发展新动能,促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有关区域创业活力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产

业多样化是其中一个重要视角,有学者研究了产

业多样化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4 - 6]。 然而,多样

化的来源不仅仅包括企业或行业,个体层面的差

异也是多样性的重要来源[7]。 不同文化背景的群

体对创业机会的认知、评价存在差异[8],因而会产

生不同的知识商业化利用方式,外部群体将会以

新的方式对现有知识进行组合创新,并成立新企

业[9]。 因此,同质化的群体可能会忽视一些特定

的创业机会,而差异化群体的存在可以加强对现

有创业机会的识别和利用,提高地区创业水平。
国外学者以典型的移民国家为例,研究了移民所

带来的文化多样性对区域创业活力的影响,研究

结果均证实了文化多样性对于促进新企业成立的

积极影响[8,10 - 13]。
我国虽然不是典型的外籍移民大国,但我国

复杂多样的地理区位和自然环境,同样造就了不

同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我国内部大规模的人口

跨区域流动使得各地区形成了多样化的文化环

境。 在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下,我
国跨省流动人口数量逐渐增加。 人口的跨区域流

动一方面改变了各地区的人口数量,另一方面也

影响着各地区的人口构成,使得各地区人口来源

更加多样。 社会学相关研究表明,我国不同省份的

人口不仅拥有独特的风俗习惯,而且在价值认知、思
维模式和性格特质等方面也存在差异[14 -15]。 “一
方水土养一方人”。 在我国广袤的国土上,各省独特

的文化“基因”代代传承。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的大

规模流动使得赋予在不同人口背后的文化“基因”
随之扩散,不同文化背景人口之间的互相交流融

合,带来不同思想认知的交流碰撞,对本地原有单

一的文化生态进行重塑,形成了多样化的地区文

化环境。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现代交通通讯

技术的发展,人口跨区域流动规模将进一步增加,
区域文化生态将更为丰富多样。

在当前人口增速下降,人口数量红利逐渐减

弱的情况下,人口结构变动将为经济发展带来新

红利。 人口流动提高了地区文化多样性水平,激
发了地区创业活力,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源

泉之一。 现实情况同样表明,在广州、深圳、苏州

等人口流入规模较大、文化多样性程度较高的地

区,城市创业水平也较高,根据创业时代网发布的

“中国城市创新创业竞争力 100 强”榜单,这些城

市连年位居前列。 然而在现有文献中,以中国为

样本进行的研究相对较为匮乏。 与以往研究相

比,本文可能的研究贡献包括:第一,本文从文化

多样性的视角出发研究了区域创业活力差异的原

因,为文化多样性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中国经验,丰
富了解释我国创业水平差异的理论基础。 第二,
本文测度了中国地级市层面的文化多样性水平,
将人口普查数据与经济普查数据相匹配,构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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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和 2010 年两期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

型回归以及工具变量回归更好地解决了以往研究

存在的内生性问题[16 - 17]。 第三,本文充分结合我

国现实情况,考虑不同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程

度的差异,以及城市扩张和城市收缩并存的现状,
为提高不同类型地区创业活力提供了建议。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理论分析;
第二部分构建了文化多样性和城市创业活力衡量

指标并进行模型设定;第三部分进行基础回归分

析和稳健性检验;第四部分考虑社会融合程度、人
口流动状况和制度环境进行拓展性分析;第五部

分是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理论机制分析

现有研究主要从创业知识溢出理论解释文化

多样性对新企业创立的影响。 实际上,文化多样性

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机制不只局限于此。 已有较

多研究分析了文化多样性对于创新[18 -21]、生产效

率[22 -24]等其他领域的影响。 Kemeny (2017) [25] 认

为,不论是创新、创业或是生产率水平,多样性发挥

作用的机制存在一定的共性。 因此,本文梳理多

方面文献,总结出文化多样性影响城市创业活力

的 4 个主要途径。
第一,文化多样性有利于提高对现有知识的

商业化利用程度。 已有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知识

是创业的源泉,知识存量较高的地区企业家精神

也更强[26 - 27] 。 然而,即使是知识存量较为接近

的地区,区域创业活力也会存在差异。 创业知识

溢出理论认为,由于新知识的商业化利用存在较

大风险,现有企业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并不能将

所有的知识商业化,这就使得一些知识没有得到

充分利用,市场上存在潜在的创业机会[28 - 29]。
Audretsch等(2010) [8]将多样性纳入创业知识溢出

理论的分析框架中,认为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群

体在成长环境和价值观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
些差异会导致对知识产生不同的分析评价结果,
一些群体认为可以进行商业化的知识在另一些群

体看来可能没有价值,因此会存在对知识商业价

值评价的差异。 那么对于给定的知识,地区文化

多样性越为丰富,对知识的评价差别也就越大,本

地人认为没有商业化价值的知识在外地人看来可

能是非常宝贵的,差异性个体的存在可以提高现

有知识的商业化利用程度,从而提升区域创业

活力。
第二,文化多样性有利于吸引富有企业家精

神的人口和创意阶层的流入。 多样化的地区环境

使得个体可以以较低的成本接触到不同文化背景

的人口,可以享受到更为多样化的商品和服务。
同时,多样化的地区文化特征常常也意味着该地

区具有较高的开放度,对不同理念和行为的接受

度更高。 对于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个体而言,他们

往往希望寻求开放度更高的地区,包容创业失败

的风险,因此文化多样性较高的地区可以吸引富

有企业家精神群体的流入。 另外,创业阶层也青

睐于更加具有多样性的环境[30 - 31],这样的地区环

境更能激发他们创新思考。 因此,富有企业家精

神群体的流入可以提高对现有市场机会的商业化

利用程度,创业阶层的流入可以创造更多的新知

识,产生更多的市场机会,两者共同促进地区创业

活力的提升。
第三,文化多样性可以提高需求多样性,创造

更多的市场机会。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消费偏好

不同,当他们离开家乡来到新的城市,本地已有的

产品和服务不能满足他们的消费需求,因而可以

利用这些潜在的市场机会创办新的企业,如开设

具有当地特色风味的餐馆或者经营具有地域特色

的商品。 同时,多样化的商品和服务也增加了本

地居民消费的选择,提高了总体需求水平,进而创

造出更多的市场机会。 文化多样性所导致的需求

多样性效应在零售行业或服务业的新创企业中尤

为明显[10]。
第四,文化多样性有利于新想法的产生。 创

新本质上是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只有不断打破

重塑固有的知识体系,才能持续激发新想法的产

生。 处于文化多样性的环境中,不同知识背景和

思维模式个体之间的交流更为便捷,有利于形成

新知识或新的市场机会[13]。 在一些情况下,技能

水平一般但是背景多样化的群体,往往比技能水

平较高但是同质化的群体能更高效地解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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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32],因此可以提供更多创造性的解决思路。
通过上述理论分析可以看出,文化多样性

可以通过提高创业机会商业化利用程度、开拓

市场需求和增加地区知识存量等途径促进新企

业的创立,提高城市创业活力。 下面构建计量

模型并利用中国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我国

内部人口流动带来的文化多样性对城市创业活

力的影响。
二、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

为了进一步研究文化多样性对城市创业活力

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lnEct = β0 + β1Divct + β2Controls + αc + γt + μct

(1)
其中,c 表示城市,t 表示年份;Ect表示 c 城市 t

期的创业活力,用每万人平均新创小微企业数量

衡量;Divct 表示 c 城市 t 期的文化多样性程度;
Controls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αc表示未观测到的

城市固定效应,γt表示时间效应,μct为随机扰动项。
1. 被解释变量:城市创业活力

已有研究一般通过一定时期内新创立的企业

数量衡量创业活力,并将新创企业数量除以人口

数进行去规模化处理。 我国地级市层面每年新创

企业数量较难获取,一些研究利用工业企业数据

库计算了每年新成立的工业企业数量[33],考虑到

大部分新创企业为服务业,该数据并不能全面地

反映地区创业活力。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披露了

部分城市每年新成立的私营企业数量,但只有 56
个城市披露了该指标,样本数量较小[34]。 全国经

济普查对经营活动单位的调查较为全面,部分省

份发布了 2013 年《经济普查年鉴》,披露了新中国

成立以来每年新成立的小微企业数量。 由于大部

分新创企业初始规模较小,新创小微企业数量能

够较好地代表地区创业活力。 因此,综合考虑数

据的代表性和可得性,本文选取第三次经济普查

数据披露的每年新成立小微企业数量衡量地区创

业活力,并用滞后 3 年的平均值计算年度平均新创

小微企业数量①。 为了剔除人口规模的影响,用每

万人平均新创小微企业数量(E)衡量城市活力。
2. 核心解释变量:文化多样性

本文采用人口来源地的多样性来衡量文化

多样性,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分别统计了

2000 年和 2010 年各地级市常住人口数量,以及

各地级市来自全国其他 30 个省份的外省人口数

量,因而可以得到各地级市来自全国 31 个省份

的人口构成比例,据此可以计算多样性指标。 多

样性指标的衡量方法方面,已有研究一般采用泰

尔熵(Theil) [11] (见公式 (1)) 和赫芬达尔指数

(HHI) [22, 35] (见公式(2))进行测度,两种方法计

算公式如下:

Theilc = ∑ I

i = 1
Sci ln

1
Sci

( ) (2)

HHIc = ∑ I

i = 1
Sci(1 - Sci) (3)

其中,I 是城市 c 中不同来源地省份的数量

(本文中均等于 31),Sci是城市 c 中来自 i 省份的

人口占比。 当某城市没有外来人口,全部为本省

份人口时,Theilc和 HHIc取得最小值为 0,此时文化

多样性程度最低。 当某城市所有人口均有不同来

源地时,Theilc 趋近于无穷大,HHIc 取得最大值为

1。 与 HHI 指数相比,Theil 指数对来源地的数量变

动和分布变动更为敏感,当某地外来人口相对较

少时,Theil 指数能够更准确地反映来源地的多样

性程度[8]。 因此,本文主要采用 Theil 指数衡量文

化多样性,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 HHI 指数。
3. 控制变量

(1)产业多样性。 产业多样性是影响区域创

业活力的重要环境变量,但是现有研究结论并不

统一。 一方面,产业多样性可以促进新想法的诞

生,带来跨产业知识的交流[36],产业相关多样性能

够促进新企业的诞生[4]。 另一方面,产业多样性

可能会强化对资源的竞争从而不利于新企业的创

立[5]。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提供了各地级市分 15
个行业的就业人员数,参照前文讨论,本文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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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项,2000 年数据对应 2001—2003 年每年新创小微企业数量的平均值,2010 数据对应 2011—2013 年每年新创小微企业数量的平均值。



Theil 指数测度方法计算产业多样性水平 (Div _
ind)。

(2)人力资本。 国外大量研究表明,个体受教

育水平越高,创业倾向越高[37],因此加入大专及以

上学历人口占比( capital)代表该地区知识存量。
此外,知识的产生、传播和利用是现代经济发展的

主要动力,也是创业机会的重要来源[8],本文以城

市高等学校数量 ( school) 代表地区的知识创造

能力。
(3)集聚经济。 经济密度越高,所提供的市场

规模也就越大,已有研究通常表明,较高的经济活

动密度能够促进新企业的创立[38]。 本文用每平方

公里人口密度(density)代表经济活动密度。
(4)城市特征变量。 城市工资水平越高,说明

劳动力生产效率越高,个体越有能力创办新企业,
同时较高的工资水平也使得劳动成本增加,可能

会抑制新企业的创立,本文选取“城市平均工资水

平”(wage)作为控制变量加入。 产业结构也会对

城市创业活力造成影响,不同类型的行业需要的

初始资金和人力资本投入不同,一般而言,服务业

创业门槛更低,服务业越发达,创业机会越多,因
此以“第三产业对第二产业的产值之比”衡量产业

结构状况。 其次,更好的基础设施水平有利于开

展各类经济活动,并促进与其他地区的商务交往,
因此本文选取“每平方公里城市道路面积”( road)
衡量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此外,对外开放水

平越高的地区,更有机会拓宽国际市场,接触更多

商业机会,因此加入“实际利用外资额占 GDP 的比

重”(open)衡量对外开放水平。 最后,已有研究表

明中青年群体最富有企业家精神,本文加入“25—
54 岁年龄人口占比”(age)衡量地区年龄结构。

(二)数据来源与说明

城市创业活力数据来源于各省份公布的《经
济普查年鉴 2013》①,采用滞后 3 期的平均值。 文

化多样性数据来源于各省份公布的《2000 年人口

普查资料》和《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 控制变量

数据来源于 2001 年和 2011 年的 《城市统计年

鉴》,控制变量均采用当期数值。 变量描述性统计

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城市创业活力(E) 0. 856 1. 035 - 1. 520 3. 782
文化多样性(Div) 0. 217 0. 333 0. 011 2. 182

产业多样性(Div_ind) 2. 149 0. 243 1. 198 2. 608
人力资本(capital) 26. 169 19. 023 2. 029 61. 041

高等学校数量( school) 1. 044 1. 037 0. 000 4. 357
人口密度(density) 5. 788 0. 778 3. 054 7. 840
平均工资(wage) 9. 771 0. 617 8. 517 10. 906

产业结构( industry) 0. 826 0. 369 0. 095 3. 061
道路密度( road) 6. 306 1. 449 1. 236 10. 712

对外开放度(open) 2. 493 3. 870 0. 000 45. 400
年龄结构(age) 47. 838 4. 101 35. 376 58. 765

注:城市创业活力、高等学校数量、人口密度、城市平均工资和道路

密度均为对数值。

三、实证回归结果与分析

(一)基础回归结果

基础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前两列为采用 OLS
估计得到的结果,结果表明文化多样性系数在 5%
水平上显著,说明文化多样性能够显著促进地区创

业活力的提高。 但是 OLS 回归并没有考虑不可观

测的城市固定效应,Fritsch 等(2012,2019) [39 -40] 的

研究表明创业文化在区域层面存在稳定的代际传

承性,历史上创业活力较高的地区下一代个体的

风险承受能力也更强,对创业知识的掌握程度也

更深入,而这种效应经过数年的积累,构成了当地

独特的创业文化氛围。 然而,创业代际传递性越

强的地区,可能更为注重本地创业资源的传承,排
斥外来竞争者,对外来人口开放程度越低,在不考

虑城市创业文化基因的情况下,可能会低估文化

多样性对地区创业活力的影响。 因此,本文利用

两期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考虑不可观测的城市特

征和年份效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将标

准误聚类在城市层面,结果如表 2 后两列所示。 文

化多样性指数每增加 0. 1,每万人新创小微企业数

量增加 10. 33% ,且该结果在 1%的水平上显著,文
化多样性的提高对于地区创业活力的提升具有显

著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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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广东省经济普查年鉴 2018》更新了每年新成立的小微企业数量,因此本文采用《广东省经济普查年鉴 2018》中的最新数据衡

量广东省各地级市的创业活力。



表 2　 文化多样性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OLS OLS FE FE

文化多样性
0. 321∗∗ 1. 033∗∗∗

(0. 139) (0. 334)

产业多样性
- 0. 305∗∗∗ - 0. 208∗ 0. 170∗ 0. 186
(0. 100) (0. 109) (0. 096) (0. 123)

人力资本
0. 019∗∗∗ 0. 014∗∗∗ - 0. 014∗∗∗ - 0. 016∗∗∗

(0. 005) (0. 005) (0. 004) (0. 004)

高等学校数量
0. 150∗∗∗ 0. 168∗∗∗ 0. 048 0. 045
(0. 030) (0. 031) (0. 040) (0. 043)

人口密度
0. 031 0. 035 0. 511∗∗∗ 0. 422∗

(0. 069) (0. 065) (0. 196) (0. 255)

平均工资
0. 776∗∗∗ 0. 637∗∗∗ 0. 697∗∗∗ 0. 589∗∗∗

(0. 149) (0. 142) (0. 128) (0. 139)

产业结构
- 0. 155∗ - 0. 200∗∗ 0. 256∗∗ 0. 199
(0. 093) (0. 090) (0. 118) (0. 122)

道路密度
0. 152∗∗∗ 0. 134∗∗∗ 0. 040 0. 012
(0. 044) (0. 042) (0. 041) (0. 043)

对外开放度
0. 027∗∗ 0. 022∗ 0. 006 0. 013
(0. 014) (0. 012) (0. 008) (0. 009)

年龄结构
0. 029∗∗∗ 0. 029∗∗∗ 0. 026∗∗∗ 0. 028∗∗∗

(0. 009) (0. 009) (0. 008) (0. 008)

常数项
- 9. 710∗∗∗ - 8. 332∗∗∗ -10. 705∗∗∗ - 9. 198∗∗∗

(1. 382) (1. 351) (1. 835) (2. 161)
样本量 346 346 346 346
R2 0. 819 0. 823 0. 869 0. 883

注:括号中的值为按照城市层面聚类的异方差稳健标准误,下同;
前两列采用 OLS 方法进行估计,考虑了时间效应;后两列采用固定
效应模 型 进 行 估 计, 考 虑 了 城 市 层 面 固 定 效 应 和 时 间 效
应;∗、∗∗、∗∗∗分别代表在 10% 、5% 、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基本符合预期。 高

等学校数量、平均工资水平以及劳动力人口占比

的系数均为正,这些因素均有助于促进新企业的

创立。 人力资本的系数显著为负,有两种可能的

解释。 一是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大型企业更

倾向于在当地开设分支机构,从而能够提供更多

的就业岗位,那么个体的创业意愿也就越低。 二

是我国教育体系缺少创业相关知识与能力的培

养,高学历个体创业能力较低。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从以下

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第一,更换解释变量为 HHI 指数。 如前文所

述,赫芬达尔指数(HHI)也是测度文化多样性的常

用方法,因此按照该方法重新计算文化多样性,回
归结果如表 3 的第(1)列所示,文化多样性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文化多样性与城市创业活力显著

正相关,说明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第二,重新划分区域文化类型。 文化类型的

准确划分是衡量文化多样性的基础,除了依据省

份划分文化类型,现有研究还主要通过民族划分

文化类型[17,41],然而这种划分方法忽略了汉族内

部在价 值 观、 风 俗 等 方 面 的 差 异。 赵 向 阳 等

(2015) [42]通过直接测度被调查者的文化习俗和

价值观,将我国不同省份划分为 11 种区域文化类

型。 本文按照该划分方法测度各个省份的文化多

样性程度,回归结果如表 3 的第(2)列所示,结果

进一步验证了文化多样性对地区创业活力的促进

作用。
表 3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采用 HHI
指数

重新划分
区域文化

考虑外来
人口比例

拆分
解释变量

剔除
部分样本

文化
多样性

2. 393∗∗∗ 1. 608∗∗∗ 1. 045∗∗∗

(0. 874) (0. 451) (0. 334)

外来人口比例
0. 036∗∗ 0. 035∗∗

(0. 015) (0. 015)
外来人口内部
文化多样性

0. 776∗∗∗

(0. 274)
控制变量 加入 加入 加入 加入 加入

样本量 346 346 346 346 342
R2 0. 879 0. 887 0. 877 0. 885 0. 881

第三,排除竞争性假说。 叶文平等(2018) [34]

以 2010 年到 2014 年全国 56 个城市为样本进行研

究,结果表明外来人口①流入比例的增加也会提高

城市创业活跃度。 这就说明,即使不考虑外来人

口的文化差异性,仅仅是外来人口的流入也会促

进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升。 本文对此进行了检

验,表 3 的第(3)列剔除了文化多样性指标,纳入

了外来人口比例,结果同样表明外来人口的流入

具有正向促进效应。 那么,文化多样性对城市创

业活跃的正向影响是否仅由外来人口流入的比例

决定,多样化效应是否存在?
为了进一步检验外来人口流入所带来的文化

多样性能否影响城市创业,本文参照 Alesina 等

(2013) [23]的做法,对文化多样性指标进行分解,
整理得到式(4),最终文化多样性由外来人口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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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中外来人口仅指户籍不属于当前所处省份的人口,不包括户籍属于本省但不属于所处城市的人口,下文与此相同。



比例(Smig)和外来人口内部文化多样性(Divmig)两
个变量决定。 Divmig的计算如式(5)所示,其中 Sk

等于某城市来自于 k 省的外来人口占该城市总外

来人口的比重。

Div = Smig × ln 1
Smig

( ) + (1 - Smig) × ln 1
1 - Smig

( ) +

(1 - Smig) × Divmig (4)

Divmig = ∑
K

k = 1
Sk ln

1
Sk

( ) (5)

将拆分得到的外来人口比例和外来人口内部

文化多样性纳入回归模型,结果如表 3 的第(4)列
所示,外来人口内部文化多样性的系数依旧显著

为正,略微小于基础回归得到的文化多样性系数,
外来人口比例系数基本没有较大变化。 由此说

明,外来人口流入并不仅仅通过外来人口占比的

增加促进新企业创立,而且可以通过多样性红利

激发城市创业活力。
第四,剔除文化多样性最高的两个城市。 不

论是 2000 年还是 2010 年,东莞和深圳两个城市的

文化多样性都明显高于其他城市,2000 年深圳文

化多样性指数最高为 2. 09,2010 年东莞文化多样

性指数最高为 2. 18,其他城市 2000 年和 2010 年

的文化多样性指数均小于 2。 为了排除异常值带

来的影响,本文将东莞和深圳从样本中剔除,结果

如表 3 第(5)列所示,文化多样性系数依旧显著。
第五,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 上

文已经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控制了不可观测的城市

特征变量对结果的影响,但是仍然存在反向因果

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方法解决

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的选取采用两

种方法。 一是采用滞后期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即
将 2000 年文化多样性指数作为 2010 年文化多样

性指数的工具变量。 二是采用偏离份额法构建工

具变量,较多学者采用该方法进行研究[35, 43 - 44]。
该方法假定社会网络会对流动人口迁移选择产生

较大影响,已经处于一个城市的流动人口会吸引

更多本省人口流入。 偏离份额工具变量的构建以

基期本地外来人口数量为基础,将本地基期各省

外来人口数量乘以一定时期内所属各省的人口增

长率,得到预测的本地各省外来人口数量,并据此

计算拟合的文化多样性指数。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前两列为采用

上一期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后两列为

采用偏离份额法构建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 第

(1)列和第(3)列的回归结果系数均显著为正,且
工具变量检验结果均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原假

设,因此两种方法构建的工具变量均是合理的,能
够解决潜在的反向因果关系。 第(2)列和第(4)列
的回归结果均表明,文化多样性对城市创业活力具

有显著正向影响,再次说明本文的结果是稳健的。
表 4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工具变量选择 采用上一期变量 采用偏离份额法计算

回归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被解释变量 文化多样性 创业活力 文化多样性 创业活力

文化多样性
工具变量

0. 799∗∗∗ 0. 879∗∗∗

(0. 081) (0. 083)

文化多样性
0. 335∗∗ 0. 325∗∗

(0. 152) (0. 153)
K - P rk LM

统计量
13. 748∗∗∗ 12. 703∗∗∗

K - P Wald F
统计量

96. 964 112. 186
(16. 38) (16. 38)

控制变量 加入 加入 加入 加入

样本量 173 173 173 173
注:表中为采用 2010 年单期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的结果。

四、拓展分析

(一)考虑社会融合情况的异质性分析

长期以来,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和城乡二元

体制的约束,我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水平相对较

低,随着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

进,增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显得尤为重要。 已

有研究较多关注个体特征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程

度的影响[45 - 47]。 实际上,除了个体特征外,城市

层面的因素也会影响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程度。
肖子华等(2019) [48]对 50 个人口主要流入城市社

会融合状况进行评估,发现社会融合存在城市分

化现象。 文化多样性与城市社会融合程度之间的

关系并不明确,即使是文化多样性相同的地区,也
会因为城市层面多种因素的作用导致社会融合程

度有所差异,而这种差异会使得文化多样性对城

市创业活力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本文将样本中的城市按照社会融合程度进行

分组,研究文化多样性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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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在社会融合程度的衡量方面,现有研究主

要从公共服务、政治参与、经济、心理等多个维度

进行衡量[48 - 50]。 其中,心理融合建立在其他融合

层面之上,是社会融合的最高层次。 因此,本文参

考肖宝玉等(2020) [51] 的做法,利用中国流动人口

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心理融合维度测度了不同

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程度。 本文选取涉及到

流动人口心理状况的相关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

法,得到个体层面的社会融合指标,再进行平均得

到城市层面的社会融合指标。 将各个城市按照城

市融合程度分成四等分组,分样本回归以研究不

同社会融合程度下多样化效应的差异。
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当社会融合程度

较低时,文化多样性回归系数不显著,而当社会融

合程度处于中等和较高水平时,文化多样性系数

显著且较为接近,当处于高度融合时,系数显著为

正且有所增加。 以上结果说明,当社会融合程度

低于一定水平的时候,外来人口尚未真正融入本

地生活,因而无法发挥文化多样性的正向促进作

用;只有当社会融合程度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才能

促进城市创业活力的提升,且融合程度越高,提升

效果越明显。
表 5　 按照社会融合程度进行分样本回归结果

社会融合程度
(1) (2) (3) (4)
低 中 较高 高

文化多样性
- 0. 180 1. 309∗∗∗ 1. 256∗ 1. 623∗

(0. 257) (0. 369) (0. 659) (0. 94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42 42 42 41
R2 0. 870 0. 734 0. 709 0. 476

注:第(1)列至第(4)列分别表示社会融合程度低、中等、较高和高
的城市,由于数据限制,共得到 167 个城市的社会融合情况数据。

(二)人口流入地与流出地异质性分析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城市收缩现象

逐步凸显,部分城市人口持续流失,引发了一系列

问题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52 - 54]。 毋庸置疑,
人口持续性外流导致消费市场缩减以及人力资本

流失,势必会减少创业机会,降低城市创业活力。
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地区的人口状况对经济社会

发展的影响,包括人口流动带来的规模效应和结

构效应,不仅要考虑人口总量的增减,而且要考察

人口内部结构的变化。 不论是人口流入地还是流

出地,都会存在来自不同省份的外来人口,这些具

有不同来源地的人口在同一个城市的聚集共同构

成了该城市多样化的文化环境,这种多样化的人

口构成有利于发挥多样化红利,促进城市创业活

力的提升。 那么,人口流入地和人口流出地文化

多样性对创业活力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本文首先按照单期人口状况划分流入地与流

出地,即将 2010 年城市常住人口大于户籍人口的

城市划分为人口流入地,将 2010 年城市常住人口

小于户籍人口的城市划分为人口流出地;再根据

2000 年和 2010 年两期标准进行划分,将两期人口

均处于流入状态的城市划分为流入地,两期人口

均处于流出状态的城市划分为流出地。
按照以上两种分类标准进行分样本回归的结

果如表 6 所示,结果表明,无论采用哪种划分方式,
对于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而言,文化多样性系数

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且人口流出地的系数明

显高于人口流入地。 人口流出地区对外来人口吸

引力较弱,人口来源分布较为集中,文化多样性系

数也较低,本文样本中人口流出城市的文化多样

性指数均低于 0. 2,而此时文化多样性的微小增加

即可以带来较大的效果,说明在文化多样性较低

的地区,文化多样性的边际促进作用较强。
表 6　 按照人口流动情况进行分样本回归结果

人口流动状况
(1) (2) (3) (4)

流入地 流出地 流入地 流出地

文化多样性
0. 970∗∗∗ 4. 072∗∗∗ 1. 006∗∗∗ 4. 153∗∗∗

(0. 273) (0. 691) (0. 276) (0. 72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60 186 106 182
R2 0. 909 0. 924 0. 905 0. 928

注:第(1)列、第(2)列为根据 2010 年单期标准进行划分的结果,第
(3)列、第(4)列为根据 2000 年和 2010 年两期标准进行划分的结
果。 表中结果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考虑了城市层面固
定效应和时间效应。

(三)制度环境调节效应分析

制度环境不仅是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

素, 同时也是驱动地区创业的关键所在,能够对个

体创业机会的认知和创业行为的选择产生影

响[55 -56]。 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通过市场竞争提

高创业知识溢出水平,通过形成稳定的预期降低交

易成本,减小创业风险。 此外,良好的制度设计使得

企业家更容易获得创业所需的信息、资源和外部机

会,降低创业门槛。 因此,本文进一步分析制度环境

对文化多样性影响城市创业活力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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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樊纲等(2011) [57] 编制的各年度中国

分省市场化指数为基础,采用以下 3 种方法构建城

市层面的制度环境变量。 第一,直接以省级层面

的市场化指数衡量该省各城市的制度环境。 第

二,构建制度环境哑变量。 如果某城市所属省份

市场化指数超过平均水平,则表明该城市制度环

境相对较好,该城市制度环境取值为 1,反之则为

0。 第三,考虑樊纲等(2011) [57] 市场化指数指标

体系的各个维度,选取反映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
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要素市场发育

程度、市场服务环境等维度的指标①,利用主成分

分析法加权计算得到各个地级市的市场化指数。
本文在基准模型中引入制度环境以及制度环

境与文化多样性的交互项,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
不论采用哪种衡量方法,在引入制度环境与文化

多样性的交互项之后,文化多样性的系数依然显

著为正,不改变本文原有结论。 制度环境系数为

正且显著,说明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促进创业

水平的提高。 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制度环境越

差,文化多样性对创业活力的提升作用越明显,说
明文化多样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制度环境的缺

失。 制度环境和文化价值观是影响创业认知的两个

重要方面,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现有知识商业化利

用程度较低[58],不同文化价值观的交流碰撞能够有

效提高创业知识利用程度,而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

创业认知水平本身较高,未被商业化的知识占比相

对较少,因此文化多样性的促进作用较弱。
表 7　 制度环境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文化多样性
1. 520∗∗∗ 2. 246∗∗∗ 1. 505∗∗∗

(0. 437) (0. 534) (0. 364)

制度环境
1. 788∗∗∗ 0. 270∗∗ 0. 263∗∗∗

(0. 361) (0. 112) (0. 093)
文化多样性 ×

制度环境
- 1. 369∗∗∗ - 1. 156∗∗∗ - 0. 462∗∗∗

(0. 452) (0. 417) (0. 12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样本量 346 346 346

R2 0. 907 0. 889 0. 895

注:第(1)列采用省份市场化指数衡量城市制度环境,第(2)列采
用制度环境哑变量进行衡量,第(3)列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得到
的城市层面市场化指数进行衡量。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研究了文化多样性对城市创业活力的

影响,利用 2000 年和 2010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

证检验证实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论是混合回归

还是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的结果都表明文化多样性

可以显著提升城市创业活力,同时该结果在利用

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之后依然显著。 此

外,本文进行了一系列拓展性分析并得到以下结

论:①社会融合程度会影响文化多样性对城市创

业活力的作用效果,只有社会融合程度达到一定

水平之后,该作用效果才是显著的,随着社会融合

程度的增加,文化多样性对城市创业活力的促进

作用也会增强。 ②无论是人口流入地还是流出

地,文化多样性均可以显著提升城市创业活力,且
在人口流出地,文化多样性对城市创业活力的促

进作用更强。 ③文化多样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制度环境的缺失,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文化多

样性对创业活力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人口流动是快速城镇化的主导力量和社会进

步的重要纽带[48],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人口流

动问题。 2019 年 12 月,我国发布《关于促进劳动

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

取消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人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
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至 500 万人的大城市

落户条件。 “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深化户籍

制度改革,强化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加快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 这些政策都将进一步促进人口的自由流

动,提高各地区的文化多样性水平,提升城市创业

活力。
目前,我国仍处于快速城镇化阶段,人口自由

流动仍是社会发展的常态。 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

城镇化建设的新要求下,结合本文研究结论,我们

提出如下政策建议:①提升城市承载力,推动人口

有序流动。 当前人口持续向区域性中心城市流动

的趋势不可避免,因此要提升城市综合承载水平,推
动都市圈一体化建设,建立网络化城镇体系,加强中

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从而更好地促进人口有序自

由流动,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减少人口过于集中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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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外部性问题,发挥多样性红利。 ②促进流动人

口社会融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坚持以人为核

心的新型城镇化,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促进公

共服务均等化,合理调配地方财政资源并充分利

用社会资源,提高对外来人口的社会保障程度,遵
循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倡导开放包容的城市文

化,形成良好的城市氛围。
此外,不同地区要结合自身发展特点,充分利

用多样性红利。 对于人口流出地区而言,要注重

盘活存量,优化调整内部结构,加强对本地及外来

人口的社会保障,通过自下而上的创业推动,激发

地区创业活力,结合自上而下政策支撑引领,积极

衔接新兴产业发展,参与国际国内双循环,打造经

济新增长点。 对于人口流入地区而言,要利用好

现有多样化的城市环境,吸引更多文化背景人口

的流入,丰富城市文化多样性,形成累积循环促进

作用,提升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程度,为地区创业活

力的提升提供更为丰富的文化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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